
□ 于赓哲

官箴，是古代官员士大夫用来警示自

己以及同僚、继任者们的文体。一般读者更

熟悉家训，家训存世量也很大，注重的是治

家之道，讲求的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和个人

修养。与家训不同，官箴注重的是为官之道

和士人精神的塑造与传承，代表的是古代

官员士大夫的精神，是历史上一个又一个

坚定的文明脚步。

近日，七集系列文化微纪录片《中国

官箴》（第二季）播出，让大众的视线聚焦

到传承千年的官箴文化。节目透过官箴典

籍、文物实证、历史人物故事，梳理古代官

箴发展脉络，讲述官箴经典的缘起、发展

和对后世的影响。

当这些书之典籍的道德训诫，穿越千

年叩响新时代时，一场关于精神标杆的跨

时空对话就此展开。我们清晰地看见：古人

的精神标杆正在当代人的修身实践中完成

创造性传承。

官箴起自何时已经不可考，我们只知

道这种文体在西周就已存在。《左传》

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阙。”所谓大史，史官之长。辛甲曾

是商纣王之臣，深知商朝的腐朽败坏始自

从王到臣下的精神堕落，希望新兴的周王

朝汲取教训，树立为政的道德规范，于是

百官皆作箴。

官箴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不绝，它不是

法律，不是强制性规范，那么是否可说是一

纸具文呢？

不能。

它是历代官员们的精神标杆，更是修

身立德的指引灯塔。“取法于上，仅得为中；

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句话就出自唐太

宗李世民写给后世的《帝范》十二篇，堪称

最高等级的官箴。

我们为什么始终要树立榜样？我们为

什么始终要有精神标杆？因为只有有了榜

样和标杆，才知道方向在哪里。每个时代

都有堕落的人、“现实”的人，但历史不是

他们推动的，每一个历史进步都是“胸中

有光明、眼前有标杆”的人推动的。官箴和

家训的存在，就是告诉我们——理想尚

在，目标尚在，让我们取法于上，知道方

向，知道对错，哪怕仅得其中，也是朝着正

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善在哪里？官箴就是其一。

它是中国人的精神高地，亦是砥砺品

行的精神基因。纪录片其中一集讲述了这

样一个故事——东晋吴隐之在前往广州履

新的途中，路过一处泉水，当地传说喝了此

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故名“贪泉”。吴

隐之认为，人有贪欲才有行为，与水无关，

毅然喝下此水，并在秉政期间坚持廉洁。这

个故事展现了有操守者的自信，代表着士

大夫的精神诉求。

在古代的生产力和教育背景下，民族

精神的突出表现就是官员士大夫的精神面

貌。官员们奋发有为、朝乾夕惕，是民族精

神昂扬向上的标志。官箴体现着君子之风，

体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持守，体现

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

托名汉代马融的《忠经》中说：“为国之

本，何莫由忠？”汉贾谊《新书》：“政莫大于

信，治莫大于仁。”宋陈襄（传）《州县提纲》：

“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宋吕本中在《官

箴》中提出“清、慎、勤”为当官之要。明薛瑄

《从政录》：“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

事。”清张伯行《却赠檄文》说：“取一文，我

为人不值一文。”《戒石铭》说：“尔俸尔禄，

民膏民脂，下易民虐，上天难欺。”这句句箴

言，体现着忠、仁、信、廉、公，它标志着我们

整个民族抵达的精神高地。

它是治政得失的经验积累，恰为当代

人的处世指南。历代官箴，除了为官原则的

表述，还有很多为政经验的传递。例如交

友，“君子不党”曾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行

为准则。清石成金《谨身要法》：“居官惟以

寡交为第一法。”

在《中国官箴》（第二季）的《择交》一集

中，包拯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包拯在年轻时便展现出极高的道德标准。

当他与同学在庐州兴化寺苦读时，面对当

地富家翁的多次邀请，他坚持拒绝，认为与

其交往可能会带来日后的麻烦。这种谨慎

的态度，使他在人际交往中始终保持着清

醒的头脑。同样，在科举入京时，尽管与宰

相吕夷简住在同一里巷，包拯没有主动攀

附，而是选择离京赴任。古今为官堕落者，

很大一部分始自于交友不慎。寡交、慎交，

这是防患于未然的不二法门。

回望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官箴，它展

现的是民族“来时路”上的一个个脚印。它

不是具文，某些条文也许已经过时，但其

精神内核，永远是民族的精神瑰宝。提炼

精神，指导方向，这恐怕才是我们现在重

拾官箴的意义所在。青少年时期正是价值

观养成阶段，正是树立标杆、攀登精神高

地的时候，官箴不仅能给青少年展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更能传递一种

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百家讲
坛》主讲人）

中国官箴：古人精神标杆在当下何以传承

高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口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整理

我是山西陶寺考古队的第五任领队。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迄今已 40 余年，发掘

面积近 3万平方米，为我们呈现了 4000多
年前的神奇观象台、结构复杂的宫城宫殿

和 5500余件出土文物。2024年 11月，陶

寺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开放。

我最早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陶寺遗

址的。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陶

寺遗址纳入其中。那时候我正在考博，这是

一个必须关注的热门知识点，所以从考试

的角度知道了陶寺遗址。读博期间，我的实

习恰好就被安排在陶寺。后来在陶寺近 20
年，我基本没有过疲惫期。只要注重细节，

考古永远都会有新鲜感。

发现 4000 多年前的观象
台，和两个实习生密不可分

我在陶寺实习了 3个月，正好赶上发

掘观象台。当时陶寺考古队只有何努先生

一个“光杆司令”，我作为博士生也可以

帮帮他。

陶寺观象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

的观象台，可以观测到包括春分、秋分、夏

至、冬至在内的 20 个节气，是陶寺文明最

重要的技术创新。这个发现现在看来重大，

但在当时却颇受质疑。

探源工程开展之后，陶寺遗址进行了

一次新的勘探。一般来说，考古勘探能够

帮助我们初步了解地下的遗迹是什么，比

如是一个墓葬，还是一个房子。但勘探到

观象台这片区域的时候，只能用一个字来

形容——“乱”。

这里有夯土、有生土，还有一些垃圾

坑。有夯土，意味着可能是个建筑，但是又

有生土，是没有人动过的土。当时考古队做

了一个决定，干脆把这个不清楚、但现象看

起来又很重要的地方打开。正因为复杂，才

需要探索。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是很关键的，

但当时把它挖开一看：确实不认识。

在湿润的地面上，考古现象会更容易

呈现出来，但是山西的天气干燥。我们

常说“春雨贵如油”，春季发掘的时候下

了一场雨，考古队就趁着这场雨赶紧拿

着手铲重新刮了一遍，现象才清晰地呈现

出来——是 13块夯土的痕迹。

一块一块独立的方形夯土遗迹，呈一

个弧形的阵列。夯土往往是承重的，如果

把这些夯土连到一块，那就是一面弧形的

墙。但它们又有间隔，这是什么？没见

过。考古队只能猜想，是不是像夯土柱子

一样的东西。

很巧的是，当时来了一个“实习生”武

家璧。他是考古专业出身，当时正在国家天

文台做天文学史的博士后，来陶寺考察学

习。他有天文学的知识体系，就会不自觉

地往那方面想。这些弧形夯土部分正对着

遗址东边的塔儿山，太阳从那里升起。他

就说了一句：“会不会是站在某个点，通

过夯土柱的缝看日出的？”就这样一句话

点醒梦中人，考古队就朝这个方向去做实

验考古。

考古队搭了一个架子，模拟夯土柱之

间的缝，然后用科技手段计算出一个观测

点，架上摄像机，每天记录日出。观测了大

半年之后，发现至少有三四个缝是可以看

到日出的，就推测这是古代的“观象台”。

当时大家都特别兴奋，何努先生也很

兴奋，在一次学术会议中说了这个重要发

现，结果被很多人质疑，说怎么可能是观象

台，最早的观象台是元代，“周公观影”还是

在西周，4000 多年前怎么可能有。当时的

情景是，天文学史专家觉得八九不离十，考

古学家大都持谨慎态度，觉得还不能作论

断，也可能就是个建筑。

会议是很务实的，当时提出来的意见

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观测柱是怎么来

的？中间的缝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实验考

古的观测点是今天通过测算得到的，那古

人的观测点在哪？

带着这些问题，陶寺考古队又重新发

掘，那恰恰就是我去实习的时候。当时我和

何努先生讨论，我认为是先有观测缝后有

观测柱。经过解剖结构，我们发现古人是

先挖一个很深的基槽，统一夯打到地面之

后，把长期观测太阳运转的规律在地上规

划出来，形成观测缝，然后在观测缝的外

围立起观测柱。这样就印证了推测。当时

夯土块往深 10 多厘米以下，所有的夯土

连到了一起。也就是说，如果后人的农业

生产再多深 10 多厘米，我们或许就不可

能发现观象台了。

古人的观测点也是我们用手铲刮出来

的。当时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近似圆的弧

形线，里边是夯土，外边是生土，最终发

现这个地方有 4个圆圈，从外围的大圆逐

渐往里收缩，最里边的圆心就是观测点，

和我们今天测算出的观测点就相差 4 毫

米，古今不谋而合。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陶寺观象台的

发现和两个实习生有着一定关系。实际

上，观象台历经了 2003 年春季至 2005 年
春季 5个发掘季的艰难探索，经历了许多

波折，才最终被大家逐渐认识。

2006 年，我博士毕业之后，留在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因为在

读博士期间一直协助做探源工程的秘书工

作，又在陶寺实习过，我就被正式分配到

了缺人的陶寺考古队。

学考古是偶然，大学毕业
第一份工作是做桑拿洁具

我是河南开封人，1976 年出生。在我

读书的年代，比较热门的是经济类和管理

类专业。至于考古，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

个专业，报考的时候也就不会选，所以大

多数都是调剂的。1995 年，我考上了郑

州大学，本来报的是行政管理，也是这样

被调剂到考古专业。

当时，这个冷门的专业有个说法，叫

“专业思想不牢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都

想换专业。考古专业是隔年招生，我们这届

就招了 15个人，老师希望我们能在专业上

稳定下来，还请了很多业界的大咖给我们

做思想工作，为了证明学考古有用。

而我第一次从世俗角度感受到考古有

用，是在 2009 年曹操墓发掘的时候，中

央电视台在直播发掘过程，大众普遍关

注。当时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中午

吃饭，我们七八个人就在餐桌上讨论曹操

墓。餐馆老板看到我们在热烈讨论，就

问：你们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们是做考古

的。一听是考古的，老板就很兴奋，说能

不能给他讲讲曹操墓情况，我们这一桌饭

就免单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考古实用，

可以换一顿饭吃。

我大学毕业是 1999 年，那时候已经

不包分配工作了，而且各种用人单位的招

聘指标都在缩减。同学们陆陆续续都定了

工作，我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毕业后，

我就到“人才市场”去找工作。那会儿大

家的观念还是以工作为主，实在找不到好

工作，才会去考研。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做桑拿洁具

的公司，我是全公司学历最高的。当时外地

人要办暂住证，公司很多外地人一到晚上

就不敢出来，我上大学就迁了郑州的户口，

所以我晚上就在公司值班，有时要到一两

点。从外地拉回来的货物都是后半夜进市

区，我还要跟着卸货，一个桑拿房将近六七

百斤，我们五六个人抬。就这样干了 3 个

月，老板说，你不是干我们这个工作的“材

料”。我又回到“人才市场”了。

我的第二份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有

点像“传销”，进去就洗脑。当时小组长

“洗”了我一个星期，说服不了我，有点

垂头丧气。我也意识到这个公司不太正

常，不到两周就走了。这时候已经到 10
月了，我又失业了。

真正热爱考古的人都会留下来

年轻人毕业时一般都有豪情壮志，要

干一番事业，时间长了，就发现有些工作不

适合自己，要做比较擅长的工作。

我跟当时的女朋友，也是现在的爱人

商量了一下，就开始考研了。大概到了

11 月，我给开封博物馆投过的简历有了

回音，让我去那儿工作。我就一边办入职

手续，一边考研。过了年，研究生考过

了。当时的馆长建议我去上学，因为那时

候研究生很少，我们那届考古专业只录取

了 3个，所以我就去读研了，就这样继续

走上了考古的道路。

其实经历过田野考古，真正热爱考古

的人都会留下来。这就像恋爱的过程，不

是一见钟情，而是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喜

欢上对方。

考古研究的对象很复杂，但是遗址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因为关注点很

单纯，大家就是做发掘和研究这件事。

过去，考古人和村民的关系也很好，

有的技师还在村里认了干闺女。那个年

代，村里年轻人多，年轻的考古人在这儿

发掘，村民在考古工地上干活儿，大家都

是同龄人，时间长了关系都处得很好。今

天的年轻人做完工作，就很少和村民打交

道了，毕竟不同龄。现在的村民都是六七

十岁的老同志，在陶寺遗址干得最久的村

民，断断续续有三四十年了。

在考古工地，我的身份在别人看来是

个“老师”。发掘季结束，村民来领工

资，有时候还拉着他们的小孙子，见到我

都是喊“高爷爷”。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

被叫爷爷，风吹日晒，人看着显老，其实

那时候我才 30 多岁。有次我跟一个县长

开玩笑说，“我可能比你还要了解老百姓

心里想的是什么”。

考 古 看 似 研 究“ 盆 盆 罐
罐”，其实是在“沟通”

对于陶寺古城，我最感兴趣的有两

点：一是当年这个城市怎么运转，二是城

里的人群是怎样的？这里的人和我们今天

的人、和它周围同时期的人有没有关系？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回答的问题，却

是把中华文明研究引向深入必须要干的事

情。考古看似做的是“盆盆罐罐”，但实

际上越来越关注“人”的问题。

我一直很注重考古发掘中与古人的

“交流感”。考古不仅仅是一个流程——把

器物清理出来，一绘图、一照相，就结束了；

而是要带着问题去和考古现象、和古人沟

通。只有会好奇、有交流的时候，才可能有

细微的发现。

2023年，我们发现了一个保存比较完

整的地穴式房子，发掘中会碰见比较复杂

的现象。面对 4000 多年前的生活场景，

当然不能只是把房里的土剔除、把文物呈

现出来，而是要跟古人对话：你在这个房

子里的哪个地方休息？哪里做饭？你做饭

的时候用了什么东西？你的空闲时间在干

什么？有了这个意识，在发掘过程中就会

有意识地精细地去做。比如，其他地面明

显进行了烧烤，这一块为什么这么干净，

也没有摆什么东西，会不会跟古人睡觉的

区域有关？

现在摄影设备很多，但我还是会让学

生亲手给文物绘图。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要一点一点去测量、观察纹饰的特征，

甚至要想象古人是怎么画的，彩绘从哪

儿起笔、从哪儿收笔，收笔的过程中是

哪个地方用力轻、哪个地方用力重……

都会考虑到。这样，器物背后就有人存

在了。如果在这个器物上看到了这样的画

风，在另一个器物上又看到了同样的画风，

就会去想是不是一个人画了俩东西。这样

是不是很有趣？

探索“地中之国”，提出判
定文明的“中国方案”

国外考古判定文明的传统三要素是冶

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国经过百年考古，

归纳总结了判定文明标准的“中国方

案”——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

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

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而这套方案的重要参照之一正是陶寺。

我认为文明是一个系统，判断一个社

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必须抓住这个社

会的核心，而不是社会里某一类具体的

东西。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和结构而

言，王权是最核心的。所以对于国家和王

权的探索，就是我们讨论文明的中国方案

的核心。

在陶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社会分

化”。从 1978年到 1985年，陶寺在 4万平

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出 1309 座墓。这些墓

葬分区，又存在大、中、小之别，随葬品

也有差别，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地

位。这表明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再基于血

缘亲疏，而是等级分化的结果，这便不是

氏族与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了，而是“亲

不亲，阶级分”的阶级对立了。

在任何一个时代，天文学都是文明的

天花板，这些知识是只限于很少部分人拥

有的。建造观象台这种大规模的建筑，

是一个集体行为，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来

组织。当最高统治者掌握了时间，就能

去发布授时，用以指导农业发展，而农

业在古代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百姓按照

统治阶级授的时去从事农业生产，就能丰

产丰收。

彩绘龙盘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最为典型

的文物之一。更为关键的是，龙盘只出土

于大墓或者王级墓葬。从形象上来看，陶

寺的龙与夏、商、周及后世的龙有着直接

渊源，是真正意义上的“龙”的雏形。

陶寺的大墓里还出土了一件被认为是

文献所载“圭尺”的随葬品，它所测量的

夏至日影长度，正是测定“地中”的标

准。因为陶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时期，同

时这个国家又是当时人们意识形态里的

“地中”所在，所以我们推断，这个国家

就是原始意义上的“地中之国”，即中国。

我们在出土的朱书扁壶上还发现了疑

似文字的符号。1985 年冬，古文字学家

张政烺先生见到该扁壶的照片和临摹图

后，指出这两个“符号”与殷墟甲骨文和

现在通行汉字属于同一个系统。现在我们

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不排除陶寺存在

文字的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这些文字

将会比甲骨文早近 800年。

目前，我们对陶寺宫殿的发掘，基本

上能让我们推测出它大概的样子。它的内

墙、外墙都有装饰和彩绘，使用比较多的

是红彩、黑彩，还有零星的蓝彩。只是房

屋高度还很难判断，我们正在从建筑的承

重、柱子的粗细等各方面来研究。接下

来，我们还会进行城内道路、水系的发掘

和系统研究。

高江涛：在4000多年的陶寺探源“中国”
□ 黄 帅

《哪 吒 之 魔 童 闹
海》持续热映，不少观
众发现其中有些“彩
蛋”堪称精妙的设计。
这类“彩蛋”既是作品
的趣味点，也可能是创
作者的某种情怀寄托。
其实，古代创作者也会
在 作 品 中 放 置 “ 彩
蛋”，有些就是作家本
人形象的投射。暂不说
像《红楼梦》这种带有
自叙风格的作品，即便
是《水浒传》这类看似视
角客观、群像书写的文
本，若细细品读，也能看
出其中的作者身影。

从宋江的职业身份
和思维方式来看，施耐
庵很可能对宋江有一种
精神投射，但这种投射
未必都是正面的，更趋
向于一种将自我客体化
之后的批判视角。

从全书显露的书写
历史的宏大气象来看，
可以想象施耐庵在青年
时代，大概也是个有政
治抱负的人，面对元末
乱世，他仍希望保证自
己的节操。这种观念在
宋江身上，就是他忠于
君主、义对兄弟的一面。

但施耐庵大概也有
过宋江那样做刀笔吏的
经历，对人性的晦暗与江湖的凶险有深
刻认知。这也导致在底层挣扎的宋江等
角色，总有一股草莽之气，缺乏优渥生
活赋予的“体面”与“淡然”。

对于宋江在朝廷面前摇尾乞怜的做
法，施耐庵的态度其实是有些暧昧的：
一方面支持，否则就无法成全梁山的

“忠义”了，成功招安是洗白梁山好汉
身份的唯一渠道；另一方面，施耐庵又
深知朝廷是不可能真正给梁山一个好归
宿的。这种复杂的心理，体现在宋江身
上，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形象。

当然，宋江不可能是施耐庵自我投
影的全部，应该还有其他“分身”。若从职
业相关性来看，“铁面孔目”裴宣可能是
施耐庵的形象投影，他因为断案刚正不
阿而得罪了官府，无奈之下才落草梁山。

施耐庵非常擅长书写刑狱故事，恐
怕与他从事过类似职业有关。在这一点
上看，裴宣确实可能是施耐庵在小说里
安排的一个“彩蛋”角色，作者“潜
伏”在自己创作的角色之间，与那些人
物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裴宣在书中的“戏份”实在
太少了，更有可能是施耐庵自我形象投
影的是“金眼彪”施恩。

施恩是一个很好的“潜伏型”角
色。首先，施恩在《水浒传》里可以说
不重要，也可以说很重要。重要性在于
他是在“武十回”里出现的关键角色，
他善待被关在牢城营里的武松，又让武
松去帮着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然
而，除了在“武十回”里，施恩确实就
没什么让人记忆深刻的故事了，他上梁
山之后，更是表现平平，最后在征方腊
时落水淹死，结局也相当潦草。

如此设定，很像一些文学大师的
“炫技”之作，在轻描淡写之时，顺便
点到施恩这个角色的命运，而当读者以
为作者要重点讲述施恩的故事时，又让
施恩附在武松身后，仅仅作为主角的

“背景板”登场。
再者，施恩算是施耐庵的本家，梁

山好汉里只有施恩姓施。而排除《大宋
宣和遗事》等蓝本里早有的人物设定，
那些来自施耐庵原创的人名，大多都是
经过精心设计的。

比如，《水浒传》开篇不久就登场
的 3 位好汉的名字——“神机军师”朱
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这个
组合很像元末明初3位改天换地的大人
物——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类似的设
计还有“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对
应的“韩彭”——在汉初赫赫有名的韩
信、彭越，两人在历史上就常被并称，施
耐庵便借用到了《水浒传》。

顾名思义，施恩就是施加恩惠，在
江湖里，就是扶危济困，仗义疏财，很
讲义气。施恩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
武松，武松入狱后，施恩上下打点关
系，还不断看望武松，给他精神安慰，
可谓散尽了钱财，也用尽了心思。武松
也确实是个值得接受恩惠的人，有恩必
报，有仇必复。后来征方腊时，武松听
闻施恩战死，泪如雨下。武松在《水浒
传》里只为3个人哭过，第一次是因感
念宋江，第二次是为武大郎，第三次也
是最后一次，则是为了施恩。由此可
见，施恩对武松是极其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施恩与武松的形
象互为映衬，由施恩来写武松，也是

《水浒传》的一条暗线。施耐庵借助施
恩的名字与形象，表达自己对忠义精神
的认可，特别对乱世之中仍有道义感的
人，他是非常钦佩的，而武松就是这样
一个光明磊落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施恩的战力很弱，
更像是一个渴望身居书斋却不得不混迹
江湖的文人，只能靠依附权力或武松这
样的强悍角色来生存。如此设定，是否
是施耐庵对乱世中的文人“手无缚鸡之
力”的隐喻呢？

探源者说

施
耐
庵
把
自
己
写
进
了
《
水
浒
传
》
？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衙的官箴碑。 纪录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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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1年，高江涛（中）在手工业作坊区测绘。 受访者供图

② 2021年，高江涛在宫殿区发掘夯土中小墓。 受访者供图

③ 2024年3月20日，陶寺遗址古观象台，气象和摄影爱好者观看

“太阳-观测缝-观测点”之间三点一线的景观。 视觉中国供图

④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上有疑似文字的符号。 视觉中国供图

⑤ 2013年，高江涛在宫城西墙解剖刮剖面。 受访者供图


